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鴉片戰爭後葡萄牙人圖謀擴張，澳督亞馬勒侵犯澳門主權，驅趕中國官員。而他亦被一個年輕的

愛國者沈志亮刺殺身亡，這一事件成為澳門歷史的轉捩點。

鴉片戰爭後，英國強迫中國簽訂了“南京條

約”。接着，美國和法國也先後強迫中國簽訂了〈望

廈條約〉和〈黃埔條約〉。中國開始淪為半殖民地。

形勢的變化又刺激了葡萄牙在澳門建立殖民統治權

的侵略野心。

葡萄牙的侵略陰謀得到英國的支持。葡萄牙

與英國的關係向來十分密切。特別是 1703年英葡

〈梅都恩條約〉簽訂以後，葡萄牙事實上已成為英

國的附庸國。“英國為了加強它在反對自己的敵

人西班牙和法國的鬥爭中的地位，保護了葡萄牙

及其殖民地。英國以此換得了商業上的利益，換

得了向葡萄牙及其殖民地輸出商品、尤其是輸出

資本的優惠條件，換得了利用葡萄牙的港口、島

嶼、電纜等等的便利。”（2）正因為有這種特殊關

係，使葡萄牙殖民者認為：“（英國）可以給澳門

一種難以估量的助力。英國在不損害香港的情況

下，可以毫無顧忌地伸出手來，盡力幫助澳門從

被壓抑的情況下解脫出來，（⋯⋯）慷慨地支持澳

門擺脫清朝官員的束縛，獲得自由。”（3）正是在

這種情況下，葡人開始向中國澳門的主權發起新

的挑戰。

1843年夏天，清欽差大臣耆英和香港總督璞鼎

查剛剛在香港辦理完〈南京條約〉換文儀式，便接到

澳葡總督的照會，提出改變澳門管理制度的一系列

無理要求。照會主要內容如下：

第一，廢除澳門地租。

鴉片戰爭後葡萄牙的擴張圖謀

長期以來，居留澳門的葡萄牙人表面上承認中

國主權，服從中國政府的管治，暗中卻經常製造事

端，百般破壞中國行使對澳門的管治權。 19世紀以

後，隨着清政府的日益腐敗以及英法等西方列強侵

華勢力的日益增長，澳葡破壞中國主權的活動也開

始變本加厲。 1810年平定珠江口海盜以後，澳葡自

以為促使海盜張保仔投降有功，因此公然向澳門同

知送交“意見書”，提出十一點要求，內容包括：以

後葡人直接同兩廣總督交涉澳門的有關問題；葡人

可以隨意在澳門興建房屋和修造商船；過往澳門的

商船不必申請貿易執照；葡人有權鎮壓中國搬運工

人，等等。很明顯，葡人企圖否定澳門同知和縣丞

衙門對澳門的管治權，使澳門變成自由港，進而確

立葡萄牙的殖民統治權。與此同時，葡人還提出了

一些擴大澳門貿易特權的要求，如增加商船數額一

倍（由原來的 25艘增為 50艘），改用新的徵稅法，

調低中國貨物出口價格，允許鉛的出口，以及允許

鹽船停泊澳門，等等。當時，澳門同知王衷對澳葡

所提出的種種無理要求逐條加以駁斥，嚴正指出：

“所請礙難准行。”（1）葡萄牙人碰了壁。從當時的形

勢看，雖然英國的侵略勢力已逐漸聚集廣東，但戰

爭尚未發生，中國亦未被打敗，葡萄牙無法借助他

國勢力的恫嚇以達到其目的，祇得暫時收斂其侵略

氣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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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把三巴門以外至關閘地區劃歸澳門，由

葡萄牙派兵駐紮。

第三，澳門成為各國商船貿易的自由港。

第四，澳門的商稅應低於中英通商章程的稅率。

第五，准許澳門船隻參加五口通商。

第六，廢除關於澳門修理房屋和船隻必須經中

國政府批准的規定。

第七，內地輸入澳門的貨物由澳門負責徵稅，

同時中國政府不得限制輸入商品的數量。（4）

除了上述七點之外，照會還要求今後澳葡與廣

東文稟往來應以平等原則為之；廢除澳門居民的請

牌制度，允許所有工匠自由從業；由葡萄牙政府派

出駐華全權公使等。（5）按其主要內容來說，可以歸

結為兩個突出方面：一是免除澳門地租，派兵佔領

澳門附近地區，宣佈澳門為自由港等等，這是侵犯

中國對澳門的主權，把澳門變成葡萄牙直接統治的殖

民地；二是要求五口通商，獲得優惠的貿易權利。

耆英與兩廣總督、廣東巡撫以及粵海關監督等

官員商討對策。但這些封疆大吏昏庸無知，他們甚

至搞不清澳門的居留者究竟屬於哪一個國家。在他

們的奏稿中竟說，自利瑪竇東來後，澳門便被意大

利亞佔住。現在的澳門居留者是“大西洋的意大利

亞國”。他們認為，葡人之所以提出那些要求，是

因為香港開放後，澳門貿易衰落，葡萄牙人“生計

頓蹙，情實向隅”所致。因此，準備採取某些“量為

變通”的措施，以示安撫。（6）但是當廣東政府派出

黃恩彤等官員去同澳葡頭目交涉的時候，才知道問

題並不那麼簡單。葡萄牙方面堅持無理要求，雖然

中國官員“與之反復辯論”，可是始終“未肯遽遵”。

這時的耆英和廣東政府的其他官員們在交涉中，早

已失去其前任林則徐那種氣勢，對澳葡硬不起來，

因此澳葡根本不肯買賬。最後耆英等通知澳督邊度

等到廣州談判，才勉強達成協定，逐條作了規定：

第一，澳門地租500兩，“應飭照舊輸將，未便

請豁”。

第二，澳門三巴門圍牆以外至關閘一帶，向由

中國政府直接管理，“未便聽其撥兵扼守”，葡人

“應飭仍照舊章，以三巴門牆垣為界，不得逾越”。

第三，澳門在貿易上一向從屬於廣州，不能讓

別國商船直接來澳通商。

第四，鑒於五口通商後，各國繳納商稅已降為

值百抽五，因此，允許澳門的商稅比此酌減三成，

即值百抽三點五，仍比其它國家為低。

第五，澳門船隻可以到五口通商。

第六，葡萄牙人在澳門修理房屋和船隻可以不

必申請。

第七，內地貨物運銷澳門，種類和數量不限。（7）

這次談判表明，中國在澳門主權這個根本問

題上沒有作任何讓步，但在貿易問題上基本滿足

了葡萄牙人的要求。按照耆英等官員的奏疏所

說，談判之後，澳葡頭目表示“遵奉辦理”，“不

復異議”，隨即離穗返澳。正如馬士所說，到這

時為止，“事實上，澳門的地位很像一個通商口

岸，中國官員掌握着財政和管轄權，不過稍微放

鬆一點罷了。”（8）

清廷審閱耆英奏稿時，對他向葡人所作的妥協

頗有非議。有些官員還指出葡人反復無常，應當妥

籌對策，“毋任妄有幹求”。但耆英卻依然認為，葡

人提出這些要求，乃是“生計日形拮据”所至。作為

清廷的封疆大吏，不能清醒地審度中外關係形勢的

變化，對將來可能發生的事變絲毫未作預防，這正

是清朝政府腐敗、官吏庸劣的又一典型例子。

亞馬勒侵犯澳門主權及其下場

澳葡當局對 1843年的談判結果並不滿足，積

極策劃使用武力來達到其侵略目的。 1845年 11月

20日，葡萄牙女王唐娜‧瑪利亞二世公然宣佈澳

門為“自由港”，任命海軍上校亞馬勒（Amara1，

中國文獻稱之為啞嗎勒）為澳門總督。葡萄牙殖

民大臣法爾康特別指示亞馬勒“要維護這個殖民

地的絕對主權”（9），也就是要亞馬勒用武力破壞

中國澳門主權，建立殖民統治。亞馬勒是一個狂

熱的殖民主義分子。 1846年 4月 21日，他到達澳

門出任總督後，就不斷製造事端，阻撓中國在澳

門行使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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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宣佈實行殖民地徵稅法，向在澳門居

住的中國商人徵收土地稅和商稅，並向停泊澳門

的中國商船徵收貨稅。這一行徑激起中國商人的

反抗。 1846年 10月 8日上午，當中國商船拒絕納

稅時，亞馬勒出動軍隊鎮壓，並下令炮轟商船，

結果許多舢板被擊沉，不少人被打死打傷。事件

發生後，亞馬勒為預防中國政府報復，便向英國

求援，請求從香港派一艘軍艦到澳門來支援他。

澳門的中國商民為了抗議葡萄牙的血腥暴行，曾

舉行罷市。當香山知縣來澳門交涉時，亞馬勒竟

蠻不講理地宣稱，葡萄牙具有管轄在澳門的中國

居民的充份權力，而清政府則無權過問他對中國

居民採取的任何措施。亞馬勒還下令在三巴門圍

牆以外開闢馬路，掘毀關閘一帶村民的墳墓。

1847年，亞馬勒又悍然拘捕澳門海關南環關口的

中國官員，將其驅逐出澳門，並宣佈沒收南環關

口房產公開拍賣。當耆英去函責問時，亞馬勒覆

函宣稱，葡萄牙女王已宣佈澳門為自由港，他是

按照自由港的要求行事的。（10）

1849年春，廣東人民為反抗英軍進入廣州和建

立領事館，掀起了聲勢浩大的反英怒潮。而英國則

在珠江口集結軍艦，向廣東政府施加壓力。形勢十

分緊張。這時葡萄牙人又乘機蠢動，“躲在大國的

盾牌之下爬進來了”。（11）

3月 5日（二月十一日），亞馬勒頒佈公告，狂

妄宣稱：“眾所周知，葡女王陛下早已頒佈法令將

澳門確立為自由港，葡萄牙海關繼而關閉，所以不

能允許一個外國海關機構在這裡繼續其存在，也不

允許再對貨物徵收關稅。（⋯⋯）從同一天起，粵海

關官吏不得在本城徵收任何關稅。”（12）

3月 8日（二月十四日），亞馬勒在給兩廣總督

徐廣縉的照會中提出：“香港既不設關，澳門關口

亦當倣照裁撤，並欲在省城添設領事官，一如英夷

所為。”（13）這種狂妄的挑釁行為，就連當時《中國

叢報》的美國編者也指出：“這個措施肯定使兩廣總

督大為震驚，因為它就等於取消中國政府的權威。

而他下一步將驅逐佐堂，向中國人徵收土地稅，並

拒付每年的地租。這也許是亞馬勒總督的最終意

圖，但既然這樣做了，他應不因徐（徐廣縉）採取反

擊或強制措施而感到奇怪。”（14）

但奇怪的是，徐廣縉雖然對亞馬勒的要求拒絕

接受，但沒有對葡人今後破壞中國管治權的行動採

取防範措施。 3月 11日（二月十七月），亞馬勒赤

膊上陣，率領葡兵十人襲擊澳門海關，“釘閉關

門，驅逐丁役”（15），並命令士兵當眾砍倒了海關大

樓前面的中國旗杆。不久，亞馬勒又採取武力迫使

縣丞衙門遷離澳門，於是澳門便開始置於葡萄牙的

殖民統治之下。

葡萄牙公然封閉澳門海關是一起嚴重的政治挑

釁事件。亞馬勒不僅向中國政府挑戰，也向中國人

民挑戰。他在澳門附近開闢通往關閘的馬路，強迫

中國人搬遷祖墳，早已引起中國人民的無比憤怒。

亞馬勒之所以敢於如此狂妄挑起事端，因為他自恃

可以得到英國的公開支持。事件發生後，亞馬勒立

即到香港向英國總督求援。香港總督隨即調派軍艦

一艘、兵員四百人來協助葡人防守澳門。這樣，葡

萄牙人便在澳門擺開了同中國武裝對抗的架勢。葡

萄牙的侵略氣焰雖然十分囂張，卻又非常虛弱。當

時澳門的葡兵祇有幾百人，英軍的支持也祇是象徵

性的。但兩廣總督徐廣縉束手無策，他害怕一旦同

葡人發生衝突，英國人便會在廣州“乘虛而入”，而

在澳門有商務利益的美國、法國和西班牙等國也

“必將群起與我為敵”。（16）由於疑慮重重，便採取

了不抵抗主義。無怪乎馬士說“廣州方面沒有政治

能才，粵省當局不去勇敢地抵抗這種侵略行為”，

“連他們的無可置疑的權利都不敢主張”（17），實在是

窩囊之至。

徐廣縉雖然態度軟弱，未敢使用武力對抗澳葡

的挑釁，但還是作出了反應。他採取“以商制夷”的

方針，下令把澳門海關移設於黃埔港，動員在澳門

經商的中國商人遷往黃埔貿易，並宣佈在澳門貿易

的商民須往黃埔繳納貨稅，否則視為走私，一經緝

獲，全部充公。這種“以商制夷”政策，並不能有效

地維護我國對澳門的主權。很明顯，從澳門撤退，

乃是十分消極的做法，實際上是對澳葡當局的退

讓。但是由於中國商人紛紛遷往黃埔營業，也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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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街道荒涼、港口空無一船”（18）。葡萄牙殖民

者處境尷尬。 4月 25日，亞馬勒貼出佈告，宣稱：

“中國居民（⋯⋯）如果他們沒有理事官公署的許可

證而擅自離開的話，他們的財產將視為自動放棄而

立即被政府充公。”（19）這種恫嚇非但沒有阻止住中

國商人的離去，反而激起中國人民的更大憤怒，終

於導致了沈志亮的義舉。

沈志亮，又名沈米，原籍福建，祖輩經商於

福建、廣東之間，後定居於香山縣下恭都龍田村

（即今澳門東部三盞燈觀音堂一帶）。至沈志亮

時，家境貧寒，母子相依為命，以捕魚種菜維持

生活。當時，葡人為了開闢馬路，強迫龍田村人

民搬遷祖墳，同意的可以得到白銀二兩四錢的補

償，反對的則一文不給，強行挖墓，將骸骨拋入

大海。沈志亮家的祖墳就是這樣被葡人鏟平的。

沈志亮目睹葡人種種暴行，滿懷憤懣，又痛感官

府昏庸投訴無門，於是挺身而出，組織青年農民

郭金堂、李保、張新、郭洪、周一玉、陳發等人

同殖民者鬥爭。這些人都是來自福建漳州的移

民。他們認為打蛇先打頭，擒賊先擒王，必須集

中力量打擊罪魁禍首，刺殺他們最痛恨的亞馬

勒，以伸張正義。

亞馬勒有打獵的習慣，常常騎馬挎槍，闖入望

廈、龍田等鄉村打鳥取樂。 1849年 8月 22日，亞馬

勒又到關閘附近打鳥。沈志亮和他的朋友們裝扮成

賣花菓的商販，預先埋伏在關閘附近地區，並在馬

路中間放上一束香花。黃昏時分，亞馬勒和副官賴

特（Sr. Leite）雙雙策馬走來。到了離關閘約 300米

的時候，亞馬勒的坐騎忽然嗅到花香，止步不前。

這時，沈志亮立即迎上前去，他“夾着雨傘，假裝

向夷人告狀模樣，聲喊伸冤。亞馬勒伸手接呈

辭”，含在嘴裡撕開。霎那間，忽有一根竹竿橫在

馬前，馬受驚騰躍，祇見六個青年各持短刀，衝上

前來，亞馬勒連忙用嘴銜韁繩，想拔槍還擊。這時

沈志亮一個箭步上前，“遂拔刀砍斷他臂膊，滾下

馬來，即砍取首級並臂膊”（20）。這場伏擊打得十分

乾淨俐落。亞馬勒的副官賴特也被郭金堂擊落馬

下，負傷逃走。

當月在澳門出版的《中國叢報》，立即以“時事

日誌：澳門總督亞馬勒被殺案”為題，做了詳細報

道。其主要情節，也大體與中國記載相近：亞馬勒

總督於本月 22日傍晚在關閘附近遇刺身亡，頓時引

起外國公眾驚恐不安。是日傍晚，總督閣下由其副

官賴特陪同，如平時一樣騎馬閒遊。他們二人出去

野外，而其他人則照樣留在跑馬場。這時候，有幾

個孩子來到他們跟前。每人手持竹竿，竿頭綁着樹

葉，並舉竿敲打總督的馬頭。總督立即掉轉坐騎，

企圖對這種莽撞行為略施懲戒。這時有八個也手執

竹竿的成年人衝上前來，圍住總督的馬。其中兩個

攻擊他的副官，另外六名歹徒則丟掉竹竿，從袖管

拔刀撲向這個不幸的受害者。總督手無寸鐵，又失

去右臂，無法抵禦攻擊，很快跌落馬下。殺手們砍

去他的頭和手，又把他的屍體亂砍亂劈，慘不忍

睹。（21）《中國叢報》的編者在發這條消息的時候，

基本上持中立態度，一方面認為亞馬勒“太輕視中

國人”，在澳門幹了很多壞事，傷害了中國人的感

情，導致了被刺身亡。另一方面，又同情亞馬勒，

稱沈志亮等人為歹徒，稱“這一悲慘事件使整個居

留地大為震驚，人們目瞪口獃，充滿哀傷”。在葡

國，現在還有人稱亞馬勒為英雄。但在我們看來，

亞馬勒祇不過是一個狂熱的殖民主義者，是一個膽

敢在中國土地上幹壞事的狂徒，他的可恥下場實乃

咎由自取，罪有應得。

沈志亮等人為國除敵、為民除害的義舉，引起

極大的震動。澳門和下恭都（今前山地區）人民奔相

走告，歡呼額慶。同時人們也預見到形勢的險惡，

而將沈志亮等人隱藏起來，加以保護。亞馬勒的可

恥下場也驚懾了外國侵略者，“諸夷惴惴不敢出馳

馬，十三行皆震懾”。（22）

亞馬勒事件的後果和影響

亞馬勒死後，澳葡群龍無首，當即暫由澳門當

局各個部門的頭目組成政務委員會代理兵頭職權。

葡萄牙人對亞馬勒被殺又驚又怒，即於次日（8月23

日）致函兩廣總督徐廣縉，聲稱這是一次有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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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計劃的謀殺行動；並且認為這次行動是中國政府

策劃的，或者是支持和批准的；要求徐廣縉立即採

取行動進行報復。事件發生後，澳葡當局向駐澳各

國領事發出求援照會，又把“多爾芬”號和“普利茅

斯”號兩艘軍艦調來部署在澳門附近的河道上。8月

24日，香港總督文翰致函澳葡當局，宣佈當日立即

派“亞馬森”號和“米迪亞”號兩艘軍艦前往聲援，

以“充份保證澳門的安寧”，以及制止“這個居留地

上可能出現的一切騷動”，並表示將向中國政府施

加壓力，要求將兇手“緝拿歸案”。（23）在英國的支

持下，澳葡當局於 8月 25日出動葡兵 120名進攻關

閘。清政府害怕衝突擴大，居然下令關閘駐軍主動

後撤，導致關閘失守。葡兵扣押了三名中國汛兵，

帶回澳門作為人質，接着進攻北山嶺拉塔石炮臺，

打死打傷中國官兵多人，並炸毀了炮臺的 20門大炮

和彈藥庫。同時，為了炫耀戰功，“將一個守衛要

塞而被殺的中國軍人的頭顱和手臂，挑在一根竹竿

上運回來，並遊街示眾”。

澳葡當局的這次軍事行動有英國人直接參與，

由英國軍官特魯布里奇上尉率領的海軍陸戰隊與葡

萄牙軍官梅斯奎塔配合作戰。（24）在軍事挑釁的同

時，澳葡當局向廣東政府發出照會，要求懲辦“兇

手”，交還亞馬勒的人頭與右臂。英國、西班牙、

法國和美國的領事也紛紛發表聲明，支持葡萄牙，

逼迫廣東政府就範。在列強的壓力下，清政府屈膝

妥協。徐廣縉命令當地鄉紳鮑俊迫使沈志亮“自

首”。鮑俊召集村民宣佈了總督的命令，遭到村民

一致反對。他們準備護送沈志亮遠走它鄉。但鮑俊

勾結官府，誘騙郭金堂到縣城予以逮捕，然後寫信

告知沈志亮。沈志亮不願連累他人，寧願犧牲自

己。他說：“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當！”毅然向順德

官府“自首”。在獄中，沈、郭二人爭先承認自己是

殺死亞馬勒的“正兇”。徐廣縉親自審問此案，判處

沈志亮死刑，郭金堂遣戍邊塞。官府深知這種判決

不得人心，害怕村民得到消息後鬧事，便連夜將沈

志亮殺害於前山鹿仔山下（今前山中學附近）。事後

徐廣縉為了平息民憤，又假惺惺他說甚麼：“沈志

亮義士的所作所為是光明正大的，我是揮淚斬英

雄。”當地人民十分不滿官府這種殺害英雄、討好

澳葡的可恥行徑，他們在一篇〈告白〉中明確指出：

“沈是一個一輩子沒做過壞事的人。當他被推選為鋤

奸勇士時，他的熱忱猶如彩虹。他不愧為一個愛國

者。唉！惜其未遇明主，時運不濟，竟然被出賣遭

殺戮！實堪悲矣！”同時〈告白〉又揭露徐廣縉：“人

都說兩廣總督以他政見的英明而使人敬畏；但事實

是，他對夷人畏之如虎，而對我們百姓卻視若魚

肉，他可任意宰割分享。”（25） 11月 13日，澳葡先

交還所扣押的三名中國汛兵，然後徐廣縉把亞馬勒

的頭手歸還澳葡當局，澳門事件就此了結。

沈志亮雖然慘遭殺害，但是愛國者的英雄形象

永遠銘刻在人民心中。澳門附近村民在前山西城沈

志亮墓前立了一塊石碑，上刻“義士沈志亮之墓”，

又建廟堂一座，以表示悼念。沈志亮的愛國精神長

期鼓舞著廣東人民反抗葡萄牙侵略者的鬥爭。 1909

年至 1911年澳門界務交涉期間，人民掀起反侵略的

怒潮。鬥爭中的人們寫詩謳歌沈志亮的鬥爭精神，

並以此激勵鬥志。詩云：夷酋苛暴吏潛逮，誰謂三

軍勝匹夫；苦憶當年沈義士，萬人爭看好頭顱。（26）

葡萄牙謀求侵佔澳門合法化

1849年，葡萄牙人利用亞馬勒被刺事件發動武

裝挑釁，達到了殖民者幾百年來夢寐以求的侵略目

標　　破壞中國主權，對澳門實行殖民統治。其後

又在1851年和1864年先後侵佔了氹仔島和路環島。

事後，葡人得意洋洋他說：“自從 1849年 8月起，

殖民地的自主權成了神聖不可侵犯的了”，“葡萄牙

在澳門的主權就與其他所有殖民地無異，是完全的

和絕對的”，並且聲稱，葡萄牙人忍受“三個世紀的

苦難終於結束了”。（27）葡萄牙人表面上神氣活現，

骨子裡卻感到理虧心虛。因為他們很清楚，澳門不

是其固有的領土，也不是上帝的賜予，而是他們利

用有利形勢使用武力強行奪取管治權。這種依靠武

力建立起來的殖民統治既不合法也極不鞏固，因為

它必將遭到中國方面的激烈反抗，而葡萄牙人本身

力量有限，無法應付局面，因此十分害怕中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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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定太平天國起義之後，會找澳葡算賬。澳督基

馬良士 1852年致函里斯本說道：“我堅信，中國政

府一旦擺脫了那可怕的敵人（太平軍），一定會反過

頭來對付我們，因為敵意未消。”“祇要徐廣縉作主

廣東一天，不清除亞馬勒使澳門獨立的行動、不對

驅逐中國海關賠禮道歉一天，便一事無成。”在這

種情況下，葡萄牙人想到必須同清政府簽訂一個條

約，從而使他們對澳門的殖民統治合法化，並分享

列強在中國攫取的各種特權。在亞馬勒事件中，一

向立場強硬的澳門馬傑羅主教，此刻態度也發生了

變化。他在 1852年 1月 26日致海事暨海外部的公函

指出，祇有兩國簽訂條約，澳門局勢才會穩定。因

為，澳門雖然已經獲得“獨立”，但是，“這一獨立

因缺乏葡中兩個政府間的普通協議而未得到確定，

它是靠武力維持的。”（從而不可避免地使澳門）“在

政治、貿易、道德、宗教及財政上，形勢日益惡

化。最令人擔心的是，澳門的徹底崩潰指日可待。

（⋯⋯）若祇是派遣武力保護澳門的安全而不簽訂條

約，在有能力維持的情況下，充其量不過是一個軍

事重地，但不會有穩定貿易。（⋯⋯）從事實來看，

似乎我們應放棄對華公開動武的看法已成大局。我

們應要求中國政府賠禮道歉，應火速與中國政府舉

行談判、磋商，使澳門擺脫目前所處的岌岌可危的

狀況。”（28）

亞馬勒的惡行，早已使澳葡與廣東政府的關係

搞僵。基馬良士為了擺脫澳門困境，而頻頻向兩廣

總督表示友善，希望雙方盡棄前嫌。徐廣縉堅持，

祇有在中國恢復澳門管轄權的前提下，才能恢復雙

方的關係。這是明白要求澳葡放棄其侵略成果。這

一條件乃是澳葡無法接受的。於是葡萄牙政府企圖

利用英法兩國發動的侵華新戰爭，趁火打劫，依靠

列強的幫助達到迫中國締約的目的。第二次鴉片戰

爭爆發後，葡萄牙人趁機請求英國在外交上予以協

助，安排他們同清政府談判。 1858年 7月間，正當

指揮侵華戰爭的香港總督額爾金在同清政府進行談

判時，葡萄牙駐英公使沙夫拉狄阿拜訪了英國外交

部，請求英國允許葡萄牙派一名代表隨同英國的代

表團赴北京參與談判。英國政府同意在聯軍艦隊北

上時，把葡萄牙使節帶到北京去，與英法一起迫使

清政府簽訂條約。但附有一項明白無疑的諒解：葡

萄牙在中國的特殊地位和有關利益，不得在任何程

度上影響英國使團的行動，不能為了葡萄牙人而致

犧牲英國的直接目標。（29）英國外交大臣並為此事寫

信通知額爾金。但是此信寄到香港之前，英法聯軍

的艦隊早已向北方進犯了，葡萄牙的談判代表未能

隨艦隊出發。 10月間，葡萄牙代表單獨“來上海請

立約”，由於沒有軍事後盾和英法的撐腰，很快便

被清政府駁拒。（30）

1859年，額爾金總督的兄弟和秘書卜魯斯接任

駐華公使。澳葡總督又向卜魯斯表示想隨同英法公

使北上。法國公使葛歷勞土表示同意。但卜魯斯卻

認為，英法通過流血戰爭所勒索來的權利，不能隨

便推及其他國家享用，而拒絕了葡萄牙的請求。鑒

於英國不如法國那樣熱心支持它同中國談判，因此

葡萄牙人轉向法國求助。於是，當第二次鴉片戰爭

結束，中法〈北京條約〉簽訂以後，便由法國出面為

中葡談判牽線搭橋。

1861年 3月，法國公使哥士耆會見清總理大臣

奕訢時，特別提出了葡萄牙問題。哥士耆說：“大

西洋（即葡萄牙）亦係大國，該國在澳門居住二百餘

年，極為安靜。近因中國未與換約，不能約束其

眾，以致漏稅諸弊甚多，若與換約，必於中國稅務

有益。”（31）當時請求簽訂商約的還有普魯士國，總

理衙門奕訢等大臣認為，他們都是為了通商利益，

經研究後答覆哥士耆，表示同意與葡萄牙談判簽訂

條約。

1862年，葡萄牙特使基馬良士作為法國公使

的客人，居留於北京法國公使館內。 6月 13日，

法國公使哥士耆向清朝總理衙門轉達了基馬良士

給中國的照會，正式提出要求談判訂立通商條

約。照會說：“其大英、大法、大美國既立章

程，視本國未立章程者加一等。在本國來貴國獨

先，且甚和好，今在諸國中縱非出頭，亦不當落

下。因此本國大君主淵元特派本大臣畀以全權，

與貴國議立章程，俾與近立章程各國相等。

（⋯⋯）其所有恩施與各國者，本國更應越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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矣。”（32）清政府接到照會後，任命恆祺和崇厚為

談判全權代表，與葡使進行談判。

按照清政府當時的規定，外交談判一般在天津

舉行，但法國公使聲稱天津發生瘟疫不便居留，請

求清政府允許葡使作為法國公使的朋友居住在法國

公使館內，與清政府代表在北京談判達成協定後，

再到天津簽約。法國此舉的目的是為了抬高葡使的

地位，其所編造的理由“粉飾其辭，狡詐之情如

獪”，但總理衙門還是同意了這個請求。

中葡談判與中國收回澳門的計劃

1862年 7月，中葡修約談判在北京舉行。這次

談判表面上是以“洽談商約”為目的而舉行的，但實

際上簽訂通商條約祇是談判的一個次要目標，葡萄

牙最為關心的乃是澳門的地位和前途問題，企圖通

過談判使其在澳門的殖民統治獲得承認。

但它是一個貧弱小國，沒有足夠的軍事力量來

支持其外交上的訛詐。因此在談判中，它力求避免

直截了當地提出敏感的澳門主權問題，而是企圖借

談判簽訂通商條約之名，挖空心思地把一些含糊不

清的條款塞進條約中去，作為葡萄牙佔領澳門合法

化的法律根據。清政府對葡萄牙的侵略陰謀有所覺

察。奕訢的奏摺指出：葡萄牙在鴉片戰爭以後，

“始則求免地租，撥兵把守，繼則藉端入寇，毀釘關

門，該國情形，逐漸驕橫，已可概見”。此次談判

來意不善，因而應“稍折其方張之焰”。對策是開門

見山地把恢復中國對澳門的主權問題提出來，作為

簽訂通商條約的先決條件。“於與議條約之初，即

告以澳門必須仍歸中國設官收稅，並每年應輸地租

萬金，方與議立條約。”（33）

清政府提出澳門的主權問題觸到了葡萄牙殖民

者的痛處，葡方代表頓時驚慌失措。在歷時一個多

月的談判中，“該公使果因此事為難，是以於他款

不甚堅執，惟於此一事持之甚力”，絞盡腦汁進行

狡辯，提出了兩條不像樣的“理由”，一是“澳門係

前明給與伊住，迄今已二三百年，不應索還”；二

是“道光二十九年（1849），又有華人襲殺該國大臣

之事，中國至今不為辦理，如欲歸還澳門，必須先

了此案”。這些所謂的“理由”，其實都不值一駁。

葡萄牙租住澳門幾百年，並不等於就擁有了澳門主

權。至於亞馬勒欺凌澳門人民，罪行纍纍，遭到正

義制裁，乃是咎由自取，死有餘辜。況且兩廣總督

已經屈從葡萄牙殖民者的要求，把愛國志士沈志亮

作為“兇手”而殺害。這件事與澳門的主權問題更是

風馬牛不相及，但由於葡萄牙代表一再堅持這些無

理要求，使談判陷於僵局。

正當中葡雙方代表就澳門地位問題激烈爭辯、

相持不下時，法國公使哥士耆以第三國身份出面調

解。他表面上裝出一副主持公道的樣子，實際上是

串同葡萄牙誆騙中國。葡萄牙代表在哥士耆斡旋

下，態度突然轉變，表示願意接受一個折衷方案，

即同意“中國仍在澳門設官”，但中國必須同意“納

租一節，彼此俱置不論”。按照總理衙門當時的理

解，祇要“澳門仍言明由中國設官”，有了這一條，

那就意味着“海外彈丸之地，尚為中國治理之區”，

主權並沒有喪失。（34）清政府根據這一理解，同意簽

訂中葡條約。

此後，雙方討論商約的細則，經過兩個月的談

判，於 8月間擬訂了〈和好貿易條約〉五十四款。這

個條約除了有關澳門問題的條文之外，其餘所有條

款都和中國與其他國家所簽訂的商約基本相同。但

是，葡萄牙人同意中國仍在澳門設官，祇不過是一

種騙人手法。他們利用清政府的昏庸無知，在條約

的具體條款中大做手腳。如條約第九款規定：“仍

由大清國大皇帝任憑仍設立官員駐紮澳門，辦理通

商貿易事務，並稽查遵守章程。但此等官員應係或

旗、或漢四五品人員。其職任、事權得以自由之處，

均與法、英、美諸國領事等官，駐紮澳門、香港等處

各員，辦理自己公務，懸掛本國旗號無異。”（35）

這樣，中國派駐澳門的官員並非行使管轄權的

統治者，而祇是專管僑民貿易事務的領事官了。葡

萄牙在英文本條約中還刪去了該款中的“幫同防備

該處”幾個字。（葡文本、英文本見《海關中外條

約》）這樣的商約，不僅沒有恢復中國對澳門的主

權，反而進一步使中國喪失對澳門行使主權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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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但昏庸的清政府的大臣們當時急於了結這個談

判，並沒有看出葡萄牙人的陰謀詭計。 8月 13日，

中葡兩國代表在天津草簽了〈和好貿易條約〉，並約

定兩年後在天津互換雙方政府批准的條約文本。

中葡條約草簽之後，葡萄牙方面於 1863年 4月

14日予以核准。並委派新任澳門總督阿穆恩（José

Rodrigues  Coelho do Amaral，　　譯亞馬廖，

1863-1866 年在任）為特使，前往中國換文。條約換

文時間原定於 1864年 8月，但這年 5月間，葡萄牙

特使阿穆恩便匆忙趕到天津，要求提前換文，並

“欲求在澳門以西各海口通商”。這一反常舉動和肆

意要求，使總理衙門的大臣們十分反感，認為“亟

須設法以折其方張之焰”。（36）他們重新推敲了〈和

好貿易條約〉各款，發現第九款中關於中國在澳門

設官，與各國領事官駐紮澳門無異等語，意義含

混，決定向葡萄牙提出修正，總理衙門當時這樣

做，主要是對葡方得寸進尺的反擊，以“杜其過肆

要求之漸”，還沒有想到廢約。

6月 17日，清政府代表崇厚、薛煥在天津與阿

穆恩會談。中方代表向葡使阿穆恩說明條約尚未批

准，“因其中有應酌商之處”，要求進行修改。阿穆

恩本來心懷鬼胎，對中國提出的問題十分敏感，他

聲稱：“條約業經該國主批准，須俟換約後方可再

行商量改約之事。”但崇厚與薛煥知道這是葡萄牙

人“有意欺誑，欲將條約換到彼手，仍申前說，求

開西路各口，而我所與商之事，則指為條約已換，

無可更易”。因此，中方堅持先修約再換文。阿穆

恩見陰謀敗露，欺詐無望，就中止會談，悻悻而

去。阿穆恩逃會之後，又採取惡人先告狀的手法，

於 6月 20日向清政府發出抗議照會，並將照會分發

各國駐華使節，公然指責中國拒絕換約。聲稱要立

即返回澳門，並報告本國國王處置。清政府沒有屈

服， 6月 24日，總理衙門覆照阿穆恩，駁斥葡方立

場，同樣也把照會分送各國使節。照會嚴正指出：

“立約乃萬年和好之事，必於兩國有益，彼此均無損

礙，方可行之永久，若有偏損之處，自應於未互換

之前，彼此和衷相商，將如何取益防損之處，預為

言明，方免日後不便，此乃情理之至。（⋯⋯）況所

商酌之事，於貴國並無所損，自應會議妥酌而行。

（⋯⋯）乃貴大臣五月十四日（6月 17日）在公所相

見，本大臣等將大皇帝飭商之件略題數語，貴大臣

即起身回寓，不允相商。貴大臣如此舉動，似有輕

藐之意，各國在中國之欽差大臣凡遇商辦事件，從

無似此行為，（⋯⋯）其必有不換約之定意，此責任

在貴大臣，並不在本大臣等也。”（37）

當時在京各國使節見阿穆恩態度蠻橫，也沒有

公開表示支持，甚至與葡萄牙關係至為密切的英

國，也向總理衙門表示：“此次聞知有故，勢逼貴

國，不得換約，本大臣深為不懌。”（38）阿穆恩發出

抗議照會的第二天即乘船離開天津返回澳門，但途

經上海又停留下來，等候各國使節外交上的聲援和

清政府態度的軟化。但是等來等去，外國使團既沒

有作出對葡萄牙有利的外交表態，清政府又拒駁了

葡萄牙的抗議照會。阿穆恩祇好自己來打圓場。他

復於 7月 7日照會清政府，極力否認有“不肯換約”

和“輕視中國”的意思，聲稱“情願互換前定條約”，

並提出“在廣東互換”。總理衙門認為如果立即同意

換約，便是“示之以弱”和“急於遷就”（39），因此，

更加堅持要先談妥有關條款的修改，他們在 7月 18

日給阿穆恩的照會中指出，中國政府“並非欲增減

和約，但須將和約未顯明處，豫先言定，以免日後

彼此誤會偏解”，並具體提出第九款，“任憑仍設官

員”，“所謂仍者，係仍照從前設官之例，在澳門辦

理中國稅項，稽查本國及各國遵守章程，此乃條約

本有之意，不過再為講解明晰定議，庶免日後爭

論”；另外又提出第八款中，“載明不得派商人充領

事官，今貴國竟未遵照，亦當豫為言定。換約後即

應改派真正職官”。同時強調中葡談判地點仍在天

津舉行。阿穆恩接到照會後，即於 8月 1日回信答

覆，表示願意“立即前赴天津，以為互換之舉”。但

他對條約第九款的解釋與中國的解釋截然相反。此

後，中葡雙方照會往返頻繁，反復爭辯中國在澳門

設官問題。阿穆恩堅持說，如果中國在澳門設官，

那祇能是領事官，“均與法、英、美諸國領事官駐

紮澳門無異”。而清政府則堅持認為，澳門是中國

領土，派駐澳門的官員並不是領事官。“遍查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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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止有大清國大皇帝任憑仍設立官員，駐紮澳門

字樣，並無中國領事官字樣，且中國官制亦無領事

官名目，何得硬加以領事官之名。貴大臣尚未推求

漢文條約之意故也。”（40）

阿穆恩反對中國政府的立場，公然聲稱：條約

第二款已有“一切舊章自應革除”的條文，因此，中

國過去設在澳門的官員所行使的舊權，“已在革除

舊章之內”。（41）清政府對個論點進行了駁斥，認為

“條約第二款雖載明將舊章革除，第九款又載明仍設

立官員。是應革除者，自應革除；應仍設者，自應

仍設”，設官“不在革除之列”，並指出葡萄牙“輕

視條約仍設之句，是意在有傷和好，而不顧各國之

公論。”（42）雙方在交涉過程中，總理衙門還指出：

“澳門地基，向以三巴門為界，近日有人自澳門來，

言及前數年間，貴國人竟將三巴門以外之地侵佔數

里。此層亦應早為清理，將侵佔之地歸還中國，方

昭和睦之誼。”（43）但是葡使拒絕了中國的要求，雙

方相持不下，談判形成僵局。直至 1865年 2月，總

理衙門給阿穆恩發去最後一份照會，提出若葡萄牙

同意中國的上述二點要求，便可來天津換文，但葡

萄牙方面沒有答覆，談判至此中斷。

綜觀中葡雙方在 19 世紀 60 年代初年的交涉，

中國政府始終掌握外交上的主動權，有力地回擊了

葡萄牙人的外交訛詐，粉碎了他們妄想通過締約，

迫使中國政府承認其破壞澳門主權、實行殖民統治

的既成事實的陰謀。葡萄牙人在這次談判中，一輸

道理，二無實力，因而不可避免地招致失敗。

中葡條約功敗垂成，使葡萄牙人感到無比懊

喪。在檢討失敗教訓的時候，很多人都指出阿穆恩

有難以推卸的責任。英、法、俄等國外交界皆認為

阿穆恩其人辦事太過輕率，所以把本來已經草簽的

條約搞砸了。葡萄牙駐俄國公使向葡國政府提出，

今後澳門總督在同中國政府談判時，應該“保持萬

分的溫和、調解的精神、超常的禮貌和極大的理

性”，這樣才能成功。（44）1866年 10月 26日，柯打

接任澳門總督。他給葡萄牙外交部長的信函中，分

析了中葡締約談判的前景，指出：“除非受到突發

事件的壓力，中國人不同意，相信未來也不會同意

無償讓與一塊他們雖並不成功但一向堅定地維護其

法律佔有權的土地”，因此他認為，葡萄牙在未來

的談判中，有以下三種方案可供選擇：

1）放棄跟天朝談判，“維持澳門現狀，等候合

適的時機進行更有保障的談判”；

2）義無返顧地繼續“談判懸而未決的事項，但

循此路決不能得到滿意的結果”；

3）“改變策略，巧妙地更改備受爭議的兩項條

文，修改條約後，再提交天朝批准，並尋求我們在東

方的歐洲盟友施加影響，支持我們的努力。”（45）葡萄

牙政府認可了第一種方案，即採取暫時維持澳門現

狀，但又要積極爭取創造條件爭取實行第三種方

案。 1867年間，柯打與總理衙門多次互通照會，就

有關中葡條約事宜進行磋商。但雙方對條約的第二

款、第九款的分歧很大，始終無法化解。柯打後來

還發現，澳門主要居民是華人，如果中國政府在澳

門設官，無論是領事官，還是別的甚麼官員，都會

對澳門殖民管治產生不利影響。因此，他向外交部

建議取消有關設官的條款。這樣，澳督對磋商便缺

乏開始的那種熱情。而總理衙門方面，也對毫無結

果的爭論表示厭倦。中葡之間的外交磋商後來也中

斷了。

1868年8月3日，蘇沙接任澳門總督，又向中國

發來照會，請求重開談判，另訂新約。但這時清政

府對解決澳門問題另有設想，沒有同意蘇沙的建

議。 1867年冬，擔任海關總稅務司的英國人赫德，

多次向總理衙門提出解決澳門問題的方案。赫德認

為葡萄牙“日漸貧困，如能乘機動之以利，澳門可

望收復”（46）。總理衙門討論這個方案時，又獲悉

法、美、俄、德等國都有乘機從葡萄牙人手裡購買

澳門的意向，認為如果如此，清政府處境甚為難

堪，“禁之不能，聽之不可，必至束手無策，而其

害尤不勝言。”在這種情況下，清政府權衡利弊得

失，為了避免澳門落入其它強國之手，決定用給予

葡萄牙經濟的補償方法收回澳門。

1868年春，總理衙門決定派西班牙卸任駐華公

使瑪斯出使葡萄牙，負責談判收回澳門和修改貿易

條約的有關問題。總理衙門同赫德和瑪斯等人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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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如果葡萄牙答應交回澳門，撤走軍隊，移交炮

臺，則中國給予葡萄牙經濟補償費白銀一百萬両，

自此以後，有關澳門“治理地方，沒關徵稅一切事

宜，統由中國自行辦理”。瑪斯和赫德又以經辦人

名義，向清政府敲詐三十萬両白銀作為活動經費。

由於當時清政府財政困難，無法籌集這筆達一百三

十萬両的鉅款，於是經赫德從中牽線，借貸洋商在

海關的存款，年息一分，用海關關稅按月扣還。（47）

1868年 8月 22日，瑪斯啟程赴歐。赫德派其親

信金登幹同行，名義上是幫助辦事，實際上是為了

操縱談判。當年9月，西班牙爆發革命，女王伊沙貝

拉二世（1830-1868年在位）被逐，王位虛懸，葡萄

牙捲入了爭奪西班牙王位繼承權的鬥爭，但葡萄牙

自己也因老軍人薩爾達尼亞元帥策劃政變而處於混

亂狀態。突發事件使瑪斯無法進行活動。在他等待時

機去完成自己的使命時，卻突然於1869年2月在馬德

里病故。這樣，清政府收回澳門的計劃便無法實行。

瑪斯死後，赫德曾經向清政府提出繼續瑪斯使

命的三種方案：1）把這件事移交給當時代表中國赴

歐美各國從事巡迴外交的蒲安臣負責辦理：2）由瑪

斯的副手金登幹繼續辦理；3）等待葡萄牙使節來華

簽訂商約時辦理。總理衙門認為赫德的幾個建議都

不可行。因為蒲安臣是專門出使“有約之國”的，不

應派去同尚未建立外交關係的葡萄牙談判；而金登

幹祇是一個普通的稅務司，不宜委派去執行如此重

大的使命；葡萄牙當局因為不知道清政府想收回澳

門，亦不會派特使前來談判。在這種情況下，總理

衙門祇好暫時停止收回澳門的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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